
� � 1999 年，杨澜吴征夫妇创立阳光媒体集团。 2005 年，
二人捐资于香港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2009 年， 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共同发起阳光文化基金，负责
基金会内地项目运行。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 阳光文化基金会与中央芭蕾舞
团在新清华学堂为流动青少年办了一场联合文艺演出， 与专
业芭蕾舞演员一起登台的， 还有阳光艺术教室项目所进驻学
校的小学生们。

记者在演出的后台采访杨澜， 谈到名人做公益时， 她笑
说：“自身有一定优势，还有点面子。 ”但反过来说，公众对名人
的关注度比较高，对名人做公益要求也更严格。 杨澜觉得这是
有好处的。 这让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有很强的自省
意识，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不应该引起不必要
的歧义和争议，怎样做到规范和透明。“组织里从上到下形成
一种很自觉的意识。 ”

“当然，也会有被公众舆论误伤的情况，这是很自然产生
的一种连带效应。 外界的环境不是我们总能把握的，就好好做
事情，以平常心去面对吧。 ”

� � 《公益时报》：作为媒体人和
公益人，同时是公益慈善的参与
者和观察者 ，这些年 ，你看到国
内的公益慈善文化有哪些变化？

杨澜：除了民间热情和捐款
额度的增长，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大规模增加之外，我觉得公益机
构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 过去
经常是有些事大家扎堆儿做，有
些事没人做，现在公益机构在专
业上更加细分。 比如教育领域，
有人做希望小学，给孩子提供最
基本的教学设施，又比如邓飞的
免费午餐， 给孩子提供营养改
善。 从 2007 年开始，我关注青少
年教育公平的问题，希望与现有
的义务教育起到互补的作用，而
不是重复设置。

同时，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
捐赠文化，现在做项目更多地是
基于需求定制内容，公益的出发
点或者说重心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捐赠方到更多地考虑受助人
的需求和感受。 这次雅安地震
中，“阳光下成长”在过渡安置阶
段进入灾区，当地老师说，孩子需
要大一点的书包做应急包，把生活
的必需品放进去，遇到余震或其他
紧急情况时可以拿起来就走，以后
也能当书包用。 除了应急包之外，
我们也给孩子配备了其他一些过
渡时期需要的物资。也听到比较实
诚的老师跟我们讲，有的基金会给
每人发了一套西装，“我们穿西
装干嘛？ ”而他们最需要的是鞋，
因为每天在瓦砾堆上跑来跑去，
鞋子坏得特别快。

另外，就是公益和慈善价值
链的完善。 一个基金会不可能包
揽所有的事情，需要不同类型组
织的通力合作。 比如阳光艺术教
室项目，打工子弟学校自己提出
申请，歌路营等志愿者组织提供
服务，官方合作伙伴比如北京市
教委、 精神文明办提供支持，我
们还与企业合作伙伴商定长期
捐助合作。 这就像经济的产业链
一样，分工发展得更加成熟。 基
金会作为一个项目策划者、内容
定制者、款项筹集者，然后发展

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成为一个
大家各司其职、相互依托的生态
系统。 希望这种合作伙伴的模型
可以扩展到更多地方。

《公益时报》：怎样将你企业
经营的经验和专业的基金会管
理结合起来？

杨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
展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要有一
种自己的公益项目模式，方便管
理、可以扩展、可以评估的模型
很重要。

我是反对撒现金的公益方
式的，这既不可持续也不够尊重
受助人。 另外，大家最初做公益
项目，都是一笔是一笔，钱捐出
去，项目做完，就结束了，没有后
续。 现在我们更多地考虑模型的
建设， 构建可持续的项目模型。
2013 年开始做的阳光艺术教室，
为学校提供硬件和师资等软件
的配套，形成一种容易复制的形
式，而不是单纯的一次性投入。

我们的项目也越来越聚焦。
过去单独的项目比较多，各自之
间没有太多的联系。 现在是将这
些分散点状的项目联系起来。 以
往好像是在种一棵棵的土豆，现
在则是开垦一片土壤，让大家都
可以在上面发展。 这也是一种身
份上的改变。

《公益时报》：可以分享一些
你参与公益事业的感受吗？

杨澜：我之前做政协委员做
了十年， 第一年就提交了慈善立
法的提案，最后一年也提了，到现
在也没有实现， 不知道还要等多
久。但只要有一个发声的平台，我
还是会不断地呼吁。 慈善立法的
确已经滞后于社会组织的发展需
求，希望不要滞后太久。

今年很有幸做了中国慈善
联合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官方
和民间的慈善机构放在一起对
话的平台。 过去我们想的就是怎
样把捐款很好地用出去，现在也
在思考怎样推进中国的社会发
展。 过去三十年是政府逐渐改

革，让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未来
的二三十年，应该是社会组织发
展的时期，也就是社会服务、公益
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 这方面政
府不必要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
做， 社会组织的成长一定是整个
社会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 我也
愿意在这个过程中， 成为一个沟
通者和理念的传播者， 跟大家一
起推进社会组织成长环境的改
善。 只有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
有良性的互动关系， 各种民间组
织才能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

《公益时报》：阳光文化基金
会的募款模式是怎样的？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分两
个部分，最初是在香港成立的基
金会，每年接受香港政府部门的
资格审查；在内地的运营，主要
依托中国红十字会，这部分是有
公募资格的。 我们每年通过筹款
晚会募集项目运作资金。

同时我也觉得一个好的基
金会的运作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但就现在的基金会管理模式来
说，人员待遇不会太高，这其实
并不利于高素质人才长期保持
专业度和热情， 人是可以奉献
的，但不能要求人家一辈子无私
奉献。 没有人寄望从中牟利或暴
富，但应该让专业人员有起码的

体面生活和工作环境。 所以在这
方面需要有资金补充的时候，我
和我先生会个人拿出部分资金
用于行政开支，这样也保证基金
会有一个良性运作环境，有利于
保持人员的高素质和稳定性。

另外，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
的损失和问题，我们没有进行增
值运营。

《公益时报》：我们对阳光艺
术教室项目这种服务项目的结
果是怎样评估的？

杨澜 ： 从开始做这个基金
会，就希望它是一个专业的基金
会。 专业度除了体现在工作人员
身上，也表现在我们请专业研究
团队来做动态评估。 中国的公益
慈善逐渐从以捐赠者为核心转
变为以受益者为核心，过去大家
关心谁捐了，现在关心的是受益
人是否真正得到了益处，公益项
目的投入产出比是否最合算。

这个项目的评估主要是两
方面。 首先是我们做或不做这样
的项目， 对孩子有没有一些影
响。 其次，这种影响主要是从孩
子的情感和价值观来看，这需要
有一定的指标体系来量化。 目前
还有两个学术团队与我们合作。

《公益时报》：你怎么看待公
众对公益机构犯错误的容忍度
要比对其他行业机构低得多？

杨澜： 我认为这是应该的。
当然错误也要分不同情况，有些
是运行效率或工作执行上出了
错误，有些是动机或道德素质上
的问题。 我相信公众对于机构运
行上的疏漏还是比较宽容和允
许有改正机会的，但是在道德诚
信方面的失误可能就比较难以
原谅。

当然有时候在负面舆论之
下，一些好事也容易被往负面方
向联想，对于做事的人不一定公
平。 比如雅安地震中，红十字会
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志愿者在不
分昼夜地奔忙，如果对他们的工
作成绩一味抹杀，对这些工作在
第一线的人们是不公平的。

但是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
怎样挽回声誉， 建立公众的信
心， 也不是一件两件事能做到
的，而是需要展现一种内部革新
的勇气和决心。 比如中国扶贫基
金会，很早之前就做了大胆的内
部改革，当公众还没有产生怀疑
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自我革新，
就容易赢得信任。 如果整个治理
机制就是透明的，这比一次次遇
到问题再澄清更有效。

所以， 客观和公平地讲，大
家是把对官方机构长年以来积
累的埋怨发泄在一件事上，这些
事不见得对每一个当事人是公
平的，但是要扭转它，必须从内
部改革开始。

专访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

要构建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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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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